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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风险评价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欧阳晓１，２，朱　 翔２，∗，贺清云２

１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长沙　 ４１０２０５

２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要：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风险评估框架为城市群生态风险管理和国土生态修复提供新的视角。 以生态

风险评估框架为基础，综合运用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模型以及相关分析法对长株潭城市群展开生态风险评价，并
对风险程度进行分类。 结果表明：（１）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提升，区域生态风险也随之增加。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系统组

织、生态系统活力、生态系统弹性等生态指数呈现下降趋势。 （２）人工表面比率和生态指数之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表明，人工

表面比率与生态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人工表面比率是生态风险提升的关键因素。 （３）城市群人工表面比率要控制在

３６％以下，以进行生态风险管理和国土生态修复。 总的来说，评价框架可以作为区域生态风险的评价终点。
关键词：生态风险评价；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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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所产生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给生态系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逐步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

过程，是生态系统服务丧失的主要驱动力，对生态系统造成重大风险［１⁃７］。 目前，与土地利用变化相关的生态

风险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如何降低城市化对生态风险的压力，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

各地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关注的热点问题［８⁃１０］。
生态风险评估作为生态环境管理的前奏越来越普遍［１１］。 １９９２ 年由美国环保署提出了生态风险评价的

概念，搭建了生态风险评价的研究框架，此后学者们围绕该研究框架在方法和理论等方面进行完善［１２⁃１３］。 目

前，生态风险的评价主要是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提供政策支撑，传统的研究框架主要研究一个或者多个因

素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难以综合的评价生态风险［１４⁃１６］，所以，学者们尝试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到生态风险

评价的框架中［１７⁃１８］，生态系统服务是连接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的纽带［１９］，从人类福祉的视角结合生态过程和

生态风险源进行生态风险的评价可以大幅度地提高时效性［２０⁃２１］。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提出生态

系统不仅应当提供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服务，而且需要保持高水平的生态系统健康［２２⁃２３］。 健康的生态系统被

认为是强调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生态环境管理的目标，并为生态系统评估提供基础［２４］。 因此，在区域生态风险

评价中，评价终点应将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健康相结合。 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尝试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与

生态系统健康相结合的生态风险评估框架。
长株潭城市群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培育的对象，同时也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湖南省

的经济发展、城市化、人口、环境污染的主要集聚区，当前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阶段。 通过研究长

株潭城市群能够有效解决城市群区域普遍存在的问题。 同时，城市群的发展加速了农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转

变，城市群的自然景观和环境状况变化尤为显著。 基于此，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

统健康，构建了生态风险评估框架，分析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

风险时空变化规律并运用相关分析法剖析生态风险程度与人工表面比率的关系，为实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和

进一步优化城市群国土生态修复提供新的研究框架和理论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长株潭城市群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处于快速的城市

化、工业化发展阶段。 本文以最新的城市群区域规划以及相关城市群城镇密集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结合区

域的完整性，选取城市群都市区为本文的实证研究区，都市区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的市区以及长沙县、株
洲县、湘潭县［２５⁃２６］，如图 １。 ２０１８ 年，都市区的行政区划面积为 ８６２９ ｋｍ２，总人口为 ９１２．５８ 万人，ＧＤＰ 为

９１７５．７８ 亿元，建成区面积为 １０３８．５１ ｋｍ２，是整个城市群中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变化最显著的区域，改善生态环

境是当务之急，城市群先后实施了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治理、生态绿心保护区的“退二进三”等一系列的生态修

复工程，取得了一定成效。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及处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分为林地、耕地、草
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等 ６ 个类型。 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ＮＤＶＩ）来
源于 ＭＯＤＩＳ 产品（ＭＯＤ１３Ｑ１）。 净初级生产数据（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ＰＰ）来源于蒙大拿大学数值动力

学模拟团队（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Ｔｅｒｒａ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ＮＴＳＧ）。 相关数据的类型、分辨率以及来源，见表 １。
景观指数通过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软件基于土地利用数据的栅格图计算得到各网格的景观异质性、景观连通性

等一系列景观指数。 考虑到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存在多种空间分辨率，因此，将所有的栅格数据统一到与 ＮＤＶＩ
一致，对数据进行重采样得到统一的 ２５０ ｍ 栅格数据。 同时，对所有数据利用大小一致的网格全面覆盖研究

区，将研究数据分配到对应的网格中，即为直接网格化。 本研究设定网格的尺度为 １ ｋｍ×１ ｋｍ，共 ９１１３ 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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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格。 然后，按照研究数据的类别进行直接网格化，实现研究数据由行政区划尺度降到网格尺度，能够合理的避

免统计指标按行政区划均匀分布的问题。

表 １　 长株潭城市群基础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ＺＴ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数据名称
Ｄａｔａ ｎａｍｅ

数据类型
Ｄａｔａ ｓｔｙｌｅ

时间
Ｔｉｍｅ

分辨率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数据来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土地利用数据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ａｔａ 矢量面文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 ３０ 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栅格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 ２５０ ｍ ｈｔｔｐ： ／ ／ ｌａｄｓｗｅｂ． ｎａｓｃｏｍ． ｎａｓａ．

ｇｏｖ ／ ｄａｔａ　
净初级生产数据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栅格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 １０００ 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ｔｓｇ．ｕｍｔ．ｅｄｕ ／

行政区划数据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ｖｅｃｔｏｒ 矢量面文件 ２０１８ 年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生态风险评估框架

生态风险是人为活动造成的生态系统变化，包括生态系统状况恶化、生态系统服务减少等变化。 其中，生
态系统服务体现了与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相互联系的生态功能；而生态系统健康反映了空间实体的持续状

态，涉及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和功能等方面［２７⁃２８］。 生态系统服务是功能的体现，生态系统健康是保护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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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健康相结合，能满足生态安全评价终点的要求，可解释保护主体生态系统相关功

能［１２，２９］。 景观格局作为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镶嵌而成的地理空间单元［３０］，能够反映出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的状况，其变化与生态系统健康密切相关。 同时，综合评价终点是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健康的结合，可以

作为衡量生态风险的工具，也可看作是生态安全的表征，加之对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已成为前沿方向［３１⁃３２］。 因

此，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出发，基于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将景观格局与生态学理

论相结合，采用机器学习方法来评价生态风险程度的相关因素。
２．２．２　 生态系统健康评估

生态系统空间实体的生态系统健康（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Ｈ）体现了在压力下维持健康结构、自我调节和

恢复的能力，可分为三类：活力，组织，弹性［２３，３３］。 计算公式如下：

ＥＨ ＝ ３ ＥＶ × ＥＯ × ＥＲ （１）
式中， ＥＨ 代表生态系统健康； ＥＶ 、 ＥＯ 、 ＥＲ 分别代表生态系统活力、组织、弹性。

生态系统活力（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Ｖｉｇｏｒ， ＥＶ）是指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或初级生产力。 本研究采用 ＮＰＰ 对生态

系统活力进行量化。 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 ＮＰＰ 是评价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有效方法［３４］。
生态系统组织（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Ｏ）是指由景观格局决定的生态系统的结构稳定性，特别是景观

异质性和景观连通性都会影响生态系统的组织。 选取景观异质性、景观连通性等景观指数，利用权重系数模

型计算生态系统组织［３５］，其中，景观指数具体计算公式见表 ２。

表 ２　 景观格局指数计算公式及解释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景观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计算公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指数解释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分维数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ＦＲＡＣ ＝ ２ｌｎ（

Ｐ
ｋ

） ／ ｌｎ（Ａ） Ｐ 为斑块的周长； Ａ 为斑块的面积； ｋ 为常数。 ＦＲＡＣ 是分
维数，用于描述景观形状的复杂程度

景观分离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 １ － ∑

ａｉ

ｊ ＝ ２
（
ａｉｊ

Ａ
）

２ ａｉｊ 为 ｉｊ 斑块的面积； Ａ 为景观斑块的总面积。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用

于描述同一种类型的景观斑块的分散程度

景观蔓延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ＣＯＮＴＡＧ ＝ １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Ｐｉｊ ｌｎ（ρｉｊ）

２ｌｎ（ｍ）

ｍ 为斑块的总数目； Ｐｉｊ 为 ｉ 和 ｊ 类型的两个相邻元胞的概

率。 ＣＯＮＴＡＧ 用于描述不同类型的景观斑块蔓延趋势

香浓多样性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ＤＩ ＝ － ∑

ｍ

ｉ ＝ １
（Ｐｉ ｌｎＰｉ）

Ｐｉ 为 ｉ 类型景观所占面积比； ｍ 为斑块的总数目。 ＳＨＤＩ 反
映整体景观格局的复杂程度

香浓均匀度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ＥＩ ＝

－ ∑
ｍ

ｉ ＝ １
（Ｐｉ ｌｎＰｉ）

ｌｎｍ
ＳＨＥＩ 反映整体景观中各大类型斑块分配是否均匀

散布与并列指标
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ｊｕｘｔ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ＩＪＩ ＝

－ ∑
ｍ

ｋ ＝ １

（
ｅｉｋ

∑
ｍ

ｋ ＝ １
ｅｉｋ

）ｌｎ（
ｅｉｋ

∑
ｍ

ｋ ＝ １
ｅｉｋ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ｌｎ（ｍ － １）
× １００

ｅｉｋ 为 ｉ 类型与 ｋ 类型斑块相邻的边长， ｍ 为景观斑块类型

数目。 ＩＪＩ 用于描述不同类型的景观斑块聚集程度

ＥＯ ＝ ０．４ × ＬＣ ＋ ０．４ × ＬＨ ＋ ０．２ × ＩＣ
＝ （０．２ × ＳＨＤＩ ＋ ０．２ × ＳＨＥＩ） ＋ （０．１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 ０．１５ × ＩＪＩ ＋ ０．１５ × ＣＯＮＴＡＧ） ＋ ０．２ × ＦＲＡＣ

（２）
式中， ＥＯ 指生态系统组织， ＬＣ 指景观连通性、 ＬＨ 指景观异质性、 ＩＣ 指景观形态。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３２，３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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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城市群景观格局实际情况，景观连通性和景观异质性在景观格局中的地位相等且处于主导地位，故其

权重均取 ０．４；景观形态在景观格局中的地位处于较低的状态，故其权重取 ０．２。 为量化生态系统组织，进一步

将 ＬＨ 、 ＬＣ 和 ＩＣ 分解到具体的景观指数， ＬＨ 分为 ＳＨＤＩ 指数和 ＳＨＥＩ 指数，各占一半的权重； ＬＣ 分为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指数、 ＩＪＩ 指数以及 ＣＯＮＴＡＧ 指数， ＩＪＩ 和 ＣＯＮＴＡＧ 通常被视为景观连通性评价的核心指标，权重

要高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 ＩＣ 直接用 ＦＲＡＣ 指数进行表征。
生态系统弹性（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ＥＲ）是指区域生态系统在受到外界干扰后恢复其原有结构和功能

的能力［３７］。 采用植被覆盖度作为弹性分值来计算区域生态系统弹性，并采用 Ｌｏｇ 函数对土地利用数据和植

被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３８］。 计算公式如下：

ＥＲ ＝ （ － ∑
ｎ

ｉ ＝ １
Ｓｉ ｌｏｇ２Ｓｉ） × ∑

ｎ

ｉ ＝ １
Ｓｉ × Ｐ ｉ （３）

式中，ＥＲ 代表区域生态系统弹性，ＥＲ 值越大，区域生态系统的弹性能力越高； ｉ 为土地利用类型的总数； Ｓｉ 为

第 ｉ 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Ｐ ｉ 为第 ｉ 类土地利用类型的弹性分值，即植被指数均值。
２．２．３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本文采用谢高地等［３９］制定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ｉｖ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ＥＳＶ）当量表，考虑到区域之间

的差异性［４０］，本文采用 ２０１８ 年长株潭城市群晚稻的平均单产量和平均收购价格。 经计算，２０１８ 年长株潭城

市群晚稻的平均单产量为 ７１４６ ｋｇ ／ ｈｍ２，平均收购价值为 ２．８３ 元 ／ ｋｇ，基于此制定了长株潭城市群地区不同地

类单位面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表［４１⁃４２］（表 ３），进而对研究区的 ＥＳＶ 进行计算。 首先计算 ＥＳＶ 当量因

子价值量，计算公式如下：

ＶＣｋ ＝
１
７

× Ｐ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Ｑｉ （４）

式中， ＶＣｋ 为 ＥＳＶ 当量因子价值量（元 ｈｍ－２ ａ－１）； Ｐ 为长株潭城市群晚稻的平均收购价格（元 ／ ｋｇ）； Ｑ 为长株

潭城市群晚稻的平均单产量（ｋｇ ／ ｈｍ２）； ｎ 为年份数。
ＥＳＶ 计算公式如下：

ＥＳＶ ＝ ∑Ａｋ·ＶＣｋ （５）

式中，ＥＳＶ 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ＶＣｋ 为各地类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系数（元 ｈｍ－２ ａ－１）； Ａｋ 是第 ｋ 类土

地利用类型的面积（ｈｍ２）。

表 ３　 各地类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系数 ／ （元 ｈｍ－２ ａ－１）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 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气体调节 Ｇａ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４４４．５ １０１１１．５ ２３１１．２ ０ ０

气候调节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５７１．２１ ７８００．３ ２６００．１ １３２８．９４ ０

水源涵养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７３３．４ ９２４４．８ ２３１１．２ ５８８７７．８２ ８６．６７

土壤形成与保护 Ｓｏｉ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４２１７．９４ １１２６７．１ ５６３３．５５ ２８．８９ ５７．７８

废物处理 Ｗａｓｔ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４７３７．９６ ３７８４．５９ ３７８４．５９ ５２５２２．０２ ２８．８９

生物多样性保护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５１．１９ ９４１８．１４ ３１４９．０１ ７１９３．６１ ９８２．２６

食物生产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８８９．０ ２８８．９ ８６６．７ ２８８．９ ２８．８９

原材料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８８．９ ７５１１．４ １４４．４５ ２８．８９ ０

娱乐休闲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８．８９ ３６９７．９２ １１５．５６ １２５３８．２６ ２８．８９

合计 Ｓｕｍ １９９６２．９９ ６３１２４．６５ ２０９１６．３６ １３２８０７．３３ １２１３．３８

２．２．４　 生态风险特征分析

（１）生态风险特征值（Ｒｉｓｋ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ＲＣＶ）计算。 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健康的结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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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拟合出风险评估终点的公式，为平衡各评价单元保护主体与相关功能之间的关系，计算各单元生态风险的

公式如下：

ＲＣＶ ＝ ＥＨ × ＥＳＶ （６）
式中， ＲＣＶ 代表生态风险特征值； ＥＨ 是生态系统健康； ＥＳＶ 是生态系统服务。

（２）生态风险分等定级。 采用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方法将生态风险程度分为五个等级。 基于平方误差之和，采
用了迭代次数为 １０００ 次的 Ｋ⁃Ｍｅａｎｓ 方法，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风险程度分为 ５ 个等级［４３］。 公式如下：

ＳＳＥ ＝ ∑
ｋ

ｉ ＝ １
∑
ｘεＣｉ

ｄｉｓ（ｃｉ，ｘ）
２

（７）

式中， ＳＳＥ 表示平方误差的和； ｋ 表示 ｋ 聚类； ｃｉ 表示 ｋ 聚类的中心；ｄｉｓ 表示 ｋ 与聚类 ｘ 之间的欧氏距离。
（３）生态风险空间自相关。 考虑区域生态风险的空间异质性，采用 Ａｎｓｅｌｉｎ 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进行了生态风

险的空间自相关性探讨［４４］，将区域内风险空间模式分为四种类型。
２．２．５　 生态风险相关性分析

为了识别人工表面比率（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ａｔｉｏ， ＡＲ）的阈值，采用回归模型分析了人工表面比率与风险

表征值之间的相互关系。 根据风险评估中的人工表面比率、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系统健康三个要素，基于属

性将三个要素归一化，归一化范围为 ０—１。 初始时，通过对 ＡＲ 和 ＲＣＶ 取平均值来表示 ＲＣＶ 与 ＡＲ 之间的线

性关系，然后模拟了两者之间的拟合模型，通过推导得到了阈值［４５］。

ＡＲ ＝
ＳＡＲ

Ｓ网格

× １００％ （８）

式中， ＡＲ 表示网格中人工表面比率； ＳＡＲ 表示网格中人工表面的面积； Ｓ网格 表示网格的面积。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生态系统服务的动态变化特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期间，网格尺度下的生态系统服务平均值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０１３．７１ 万元下降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７０６．２８万元，其中超过 ６３％的网格生态系统服务出现下降。 图 ２ 描述了生态系统服务标准化后的空间格局，
可以看出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８ 年，生态系统服务高价值（０．８—１．０）区域和中高价值（０．６—０．８）区域的面积都显著

下降；生态系统服务低价值（０—０．２）区域的面积显著上升。 尽管城市群实施了一系列的生态修复工程，但由

于耕地和林地等两大高价值的地类大面积地转化为低价值的人工表面，从而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出现大幅

度减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生态系统服务高价值区域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的南部和北部的长沙县，因为这

些区域覆盖了大面积的植被。 生态系统服务的低价值区域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的中部地区，因为长沙市

市区、株洲市市区、湘潭市市区的城区扩张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林地、水体等生态系统服务高价值的地类

被城市用地侵占，最终形成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低价值区域。
３．２　 生态系统健康的动态变化特征

图 ３ 展示了生态系统健康 ３ 个组成部分的变化趋势。 生态系统活力呈明显下降趋势：２０００ 年生态系统

活力值范围为 ０—０．８０，主要分布在 ０．２０—０．７０ 之间；２０１８ 年生态系统活力值范围为 ０—０．６８，主要分布在

０．１０—０．８０ 之间。 平均而言，生态系统活力值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４０ 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０．３０。 生态系统组织价值呈轻

微下降趋势：２０００ 年生态系统组织价值范围为 ０—０．５３，大部分值分布在 ０．２０—０．３４ 之间；２０１８ 年生态系统组

织价值范围为 ０—０．５２，大部分值分布在 ０．１９—０．３５ 之间。 平均而言，生态系统组织价值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２７ 略

微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０．２６。 生态系统弹性值呈轻微下降趋势，２０００ 年的生态系统弹性值高于 ２０１８ 年。 相比之

下，２０１８ 年更多的网格位于较低的取值范围（０—０．６０）。 平均而言，生态系统弹性值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３６ 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０．３２。 总体而言，３ 个生态系统健康指数的值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生态系统活力值的下降

幅度最大，其他两个指数的下降幅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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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格局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８

图 ３ 显示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生态系统健康价值的分布及其差异。 ２０００ 年的生态系统健康价值主要分

布在 ０．１５—０．６０ 之间；２０１８ 年的生态系统健康价值主要分布 ０．３１—０．６０ 之间。 平均而言，生态系统健康价值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３８ 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０．３４。
３．３　 生态风险的动态变化特征

图 ４ 揭示了生态风险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２０００ 年，Ｉ、ＩＩ、ＩＩＩ、ＶＩ 及 Ｖ 的风险程度等级网格数所占比例

分别为 ３０．４３％、２５．６７％、１８．０６％、１７．１４％和 ８．７０％。 ２０１８ 年，这一比例分别为 ２７．１２％、２１． ２６％、２１． ２３％、
２０．３７％和 １０．０２％。 高风险程度等级（ＶＩ 级和 Ｖ 级）的网格数比例上升了 ４．５５％。 与此相反，低风险程度等级

（Ｉ 级）的网格数比例下降了 ３．３１％，下降区域主要集中株洲县、湘潭县以及长沙县。 总体而言，随着区域城市

化进程的加快，研究区的生态风险也随之增加。
图 ５ 所示，两个时期主要存在两种集聚类型，高⁃高风险集聚区和低⁃低风险集聚区。 高⁃高风险集聚区分

布在城市群的中部，长沙市市区、株洲市市区和湘潭市市区；而低⁃低风险集聚区分布在城市群的北部和南部。
高⁃高风险集聚区面积呈现一定程度的增加，低⁃低风险集聚区面积呈现下降趋势。
３．４　 生态风险程度的相关分析与变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期间，整个城市群人工表面比率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城市群的平均人工表面比率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４．９６％上升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３．６２％。 评价网格的人工表面比率都处于增长阶段，其中 ２０００ 年，人工表面比

率大于 １０％的网格主要分布在长沙市市区、株洲市市区、湘潭市市区；２０１８ 年，人工表面比率大于 １０％的网格

扩张到三个市区的周边地区。
生态指数（ＥＶ、ＥＯ、ＥＲ、ＥＨ、ＥＳＶ、ＲＣＶ）与人工表面比率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均为负值，说明人工表面的扩

张是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和健康下降的主要因素。 人工表面和生态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生态系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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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生态系统活力、生态系统组织、生态系统弹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的直方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ｖｉｇ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００ 年为－０．９３７，２０１８ 年为－０．９０２）；生态系统弹性（２０００ 年为－０．７９３，２０１８ 年为－０．９２６）；生态风险值（２０００
年为－０．７３６，２０１８ 年为－０．７８２）；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２０００ 年为－０．６０５，２０１８ 年为－０．６３７）；生态系统组织

（２０００ 年为－０．５２９，２０１８ 年为－０．４５８）；生态系统健康（２０００ 年为－０．１７３，２０１８ 年为－０．５４２）。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８ 年，ＲＣＶ 与人工表面比率的关系与二次回归方程分别为 ０．５９５ 和 ０．６６２（图 ６）。 随着人工

表面比率的增加，ＲＣＶ 值迅速下降。 基于回归模型的推导，为了进行风险管理，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人工表面比

率的阈值分别为 ２０％和 ３６％。
２０００ 年 ＡＲ、ＥＳＶ、ＥＨ 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分别为 ０．５３４、０．４７３、０．４５６，２０１８ 年为 ０．５６２、０．４５２、０．４６１。 结果表明，

在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长株潭城市群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和明显 ３ 个主变量的聚类空间格局。 ＭＰＬＥ（极大

似然估计）的空间自逻辑模型系数如表 ４ 所示。 在模型构建的基础上，生态系统服务对调节生态风险起到了

重要作用，生态系统健康对缓冲风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ＡＲ 的压力对风险的引导起着主要作用，空

表 ４　 空间自逻辑模型的回归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指数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８ 年 指数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８ 年

人工表面比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ａｔｉｏｎ ２１０．９８ ２５７．３２ 风险水平的空间滞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ｏｆ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６．２１ ９．２７

生态系统健康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５．８１ －１７．８６ 残差检验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ｔｅｓｔ ０．０１∗∗∗ ０．０１∗∗∗

生态系统服务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１０．１７ －２７．２１ 赤池信息准则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１１．３２ １２．７２

　 　 显着性水平：∗∗∗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５８４５　 １６ 期 　 　 　 欧阳晓　 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风险评价———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４　 生态风险程度等级的空间格局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ｒａｔｉｎｇ

Ⅰ级： 低风险程度等级；Ⅱ级： 一般风险程度等级；Ⅲ级： 中等风险程度等级；Ⅳ级： 高风险程度等级；Ⅴ级： 较高风险程度等级

间滞后对风险概率的提高起辅助作用。 从系数值的变化来看，只有 ＡＲ 指数呈上升趋势，说明随着人工表面

的扩展，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在十年间不断增加。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基于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类型、ＮＰＰ、ＮＤＶＩ 等数据，本研究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与生

态系统健康，构建了生态风险评估框架，对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风险时空变化规

律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首先，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期间，生态系统服务减少率达到 ６３％；生态系统健康的平均

值从 ０．３８ 下降到 ０．３４。 其次，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期间，低风险程度等级（Ｉ 级）的网格数比例下降了 ３．３１％，而高风

险程度等级（ＶＩ 级和 Ｖ 级）的网格数比例上升了 ４．５５％。 最后，根据回归分析，人工表面比率的阈值应控制在

３６％以下，以达到生态风险管理目的。 总体而言，该分析框架可以综合评价土地利用过程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４．２　 讨论

（１）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的选择

生态系统健康是随着人类主观期望的变化而变化的模糊概念［４６］。 具体而言，生态系统结构稳定、功能完

善，并且能够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需求就被认为是健康，反之亦然［３２］。 对于量化生态系统的属性，相应的指

标不是固定的，而是以研究区的生态系统为导向［４７］。 以生态系统活力因子为例，估算生态系统活力可以用非

光合植被生物量、生物土壤结皮、总初级生产量等指标［４８］，在本研究中，选取净初级生产力是因为它具有更好

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４９］。 因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系统组织、生态系统活力等生态指数被作为定量化

指数来使用，以简化生态系统组织过程的复杂性，并从中提取信息［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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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生态风险等级的空间异质性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ｒａｔｉｎｇ

图 ６　 生态风险与人工表面比率的回归关系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ａｔｉｏ

（２）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生态风险评估是评估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或其组成部分造成的潜在不良影响或风险的程度［５１］。 本研究

的一个关键贡献是提出了关联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风险的评估框架。 该框架通过关联生态

系统服务和生态系统健康，从生态学、遥感和数值模拟等学科的角度出发，选择合适的模型和指标，解决与生

态相关的风险评估问题。 同时，利用线性相关的方法确定了生态风险与城市化之间的定量关系，对人工表面

比率阈值和生态风险模式提出建议可作为区域生态风险管理的补充，有潜力应用于其他地区快速的城市化带

来的生态风险评估问题，可以作为区域生态风险的评价终点。 然而，“活力⁃组织⁃弹性”生态系统健康模型中，
涉及多个权重的设置，如何设置权值对最终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５２］。 学者们根据各自研究区的特征，确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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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具有代表性的景观指数（例如聚集、多样性、破碎化），并以此作为权重设定的依据［３２，３６，５１⁃５２］。 因此，本研究

的权重设置可能具有独特性和个体性，其他研究区运用该框架时应该进行调整。
（３）研究的局限性

总体而言，将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健康相结合可以剖析城市化对生态风险的复杂关系。 与之前的研

究相比［３２，３６，５１⁃５２］，本研究采用网格化方法，比以行政区划为单元的研究尺度更小。 但该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

限性。 １）对空间异质性明显的研究区域进行生态系统服务量化时，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平均值

的使用存在不确定性。 ２）虽然生态风险与人工表面比率之间线性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生态问题，但仍

需考虑社会经济驱动力、生态系统功能、社会生态系统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将有助于量化生态系统服

务与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 ３）该框架的应用面临着时空尺度上的限制，需
要通过使用现场调查数据和分辨率更高的遥感图像来克服这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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